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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应用 CGSS2005 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客观地位对于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

平感的影响明显弱于局部比较 ；而在局部比较中，与同龄人比较社会经济地位

所引起的“相对剥夺感”是影响收入分配公平感最重要的因素 ；与自己过去相

比是否上升也具有重要影响。青年人群之间的横向相对剥夺和个人前后经济地

位的纵向比较是形成青年人群不公平感较高的重要原因，社会应当采用多元改

革措施提升青年人群的经济收入分配公平化，避免群体间、群体内的收入差距

过分拉大。

关键词：中国青年 ；分配公平感 ；群体差异 ；自我纵向变化

中国青年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研究

□  周　兵　刘成斌

一、引　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3 年全国居民

收入基尼系数是 0.473，尽管是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仍然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 0.4“警戒线”［1］。基尼

系数连续多年的高位运行直接反映了我国存在的收入

分配不平等问题。收入分配公平与否一个广受关注的

逻辑在于客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会直接导致人们收入

分配不公平感的产生，引发民众的不安甚至是不满，

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而近年来大众抗争和群体性事

件频频发生且不断呈上升趋势，亦即是民众收入分配

上不公平感受愈演愈烈的信号。

青年群体由于自身社会阅历不足往往情绪不够稳

定，容易成为社会集体事件的冲动性参与者、盲目卷

入者 ；青年群体由于刚踏入社会更容易在经济收入中

处于相对剥夺地位。但青年群体又是教育、婚姻、就

业等社会关键环节的担纲者，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趋势

看，青年又起着“生产生力军”和“文化先锋队”的

作用，属于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2］。因此，无论是

从青年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出发，还是从社会秩序的维

持与制度运行出发，青年人群的收入分配公平感认知

与评价的思维逻辑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影响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因素

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城市居民而言，结构性的客

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人们的收入分配公

平感，从而否定了个人微观分配公平感方面的“结

构决定论”，研究最终发现非结构性的局部比较更容

易对个人的收入分配公平感及社会行为产生影响［3］。

那么对于青年人群而言，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哪方面

更重要？笔者应用 CGSS2005 的调查数据，从客观地

位和局部比较两个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1. 数据、变量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所分析的数据来自 CGSS2005，该调查采用了

多阶分层抽样的方法，总样本量为 10372 人。经过多年

的数据使用和开发，该数据被学界普遍认可，质量较高，

其样本结构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地区（除西藏）的 18 岁

以上人口具有代表性。本研究意在分析我国青年人群

的收入分配公平感，因而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界定青

年的范围。本研究将青年的范围界定为 18-35 周岁。

据此，提取出了总样本中 18-35 周岁的青年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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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剔除了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样本量为 2470 人。

（2）因变量及其操作化

因变量的操作化我们借鉴了马磊、刘欣研究中的

处理方法，即将 CGSS2005 居民问卷中关于收入是否

合理的问题，置换为收入是否公平［4］。问卷的原始

问题是“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目前

的收入是否合理呢？”备选项是“1= 非常合理，2=
合理，3= 不合理，4= 非常不合理，5= 不适用”。我

们同样也将认为收入“非常不合理”和“不合理”的

受访者归为一类，作为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

的一类，并将其重新编码为“1”；将认为收入“非常

合理”与“合理”的受访者归为一类，作为认为自己

的收入是“公平”的一类，并将其重新编码为“0”。
（3）自变量及其操作化

首先是客观地位变量。我们把青年人群的客观社

会经济地位操作化为四个维度，分别是受教育水平、

职业阶层地位、年收入水平以及婚姻状况。其中对受

教育水平、职业阶层地位、婚姻状况实施了 0-1 虚

拟变量编码。对个人年收入水平做了取自然对数、自

然对数的平方和立方的处理。

其次是局部比较变量。我们将局部比较变量操作

化为两个维度，分别是与同龄人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

和与自己过去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问卷中有“与同

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和“与

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两道问

题可以与之对应，其备选项均为“1= 较高，2= 差不

多，3= 较低，4= 不好说”。将“不好说”的样本剔

除之后，我们分别对这两个变量实施了 0-1 虚拟变量 
编码。

最后是控制变量的操作化。我们选择了受访者的

年龄、性别、居住地以及党员身份作为控制变量。考

虑到年龄与收入分配公平感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相

关关系，我们除了“年龄”变量之外，还引入了“年

龄的平方”变量［5］。然后，对性别、居住地和党员

身份实施了 0-1 虚拟变量编码。

（4）方法

本文使用了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青

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笔者使用了逐步

加入变量的方法来分析各变量对于青年人群收入分配

公平感的解释力度。对于基准模型，我们只放入了控制

变量，然后在第二个模型中放入了控制变量与客观地位

变量，在第三个模型中放入了控制变量与局部比较变

量，在第四个模型中同时放入了所有的三种变量。以

最终形成的这四个模型，来进行我们的分析研究。

2. 研究假设

（1）客观地位

客观地位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结构决定论”，这

一理论认为个人的收入分配公平感是由其在分配行为

中的实际获益程度所决定的［6］。概括来说，该理论

认为人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其自身的收入分

配公平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认

同当前的收入分配原则，进而产生收入分配的公平感；

反之亦然［7］。

本研究将由“结构决定论”而来的客观社会经济

地位具体操作化为四个维度 ：受教育水平、职业阶层

地位、年收入水平以及婚姻状况。除前三个公认的结

构指标外，婚姻直接影响青年人群的家庭收入情况，

也直接影响其平均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水平。因此，

本研究增加了婚姻状况为结构性指标。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了以下四组假设 ：

假设 1a ：青年人群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分

配公平感越强。

假设 1b ：青年人群的职业阶层地位越高，收入

分配公平感越强。

假设 1c ：青年人群的年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分

配公平感越强。

假设 1d ：青年人群的婚姻状况与自己的收入分

配公平感显著相关。

（2）局部比较

发展自“相对剥夺理论”的“局部比较论”认为，

人们对于自身收入分配公平感的看法受到他们与所选

取的参照点（与同辈群体相比、与自己过去相比）进

行比较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的影响［8］。如果相

对于选取的参照点来说，人们认为自身当前的状况变

差了，那么就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倾向于

做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判断，反之亦然［9］。

我们将局部比较具体操作化为两个维度 ：与同龄

人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与自己过去相比的社会经济

地位。与同龄人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从横向所做的

对比，关注的是青年群体“内部差异”对于分配公平

感的影响 ；而与自己过去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从纵

向所做的对比，关注的是自我纵向变化的发展空间对

于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了以下两组假设 ：

假设 2a ：与同龄人群体内部相比，青年人群对

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越高，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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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b ：与自己过去相比，青年人群对自己社

会经济地位的评价越高，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

3. 数据分析

根据本研究的分析目标和数据分析方法，分别建

构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回归模型 ：控制变量为

第一模型 ；控制变量与客观地位变量为第二模型 ；控

制变量与局部比较变量为第三模型 ；所有变量均进入

方程为第四模型。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收入公平 =1）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回归系数 Exp（B） 回归系数 Exp（B） 回归系数 Exp（B） 回归系数 Exp（B）

　　　　　  控制变量

年龄 -.123 .885 -.343** .710 -.153 .858 -.284* .753

年龄的平方 .002 1.002 .006** 1.006 .003 1.003 .005* 1.005

性别（女性为参照） -.116 .891 -.286** .751 -.053 .949 -.189* .828

居住地（农村为参照） .018 1.019 -.645*** .525 .079 1.082 -.360** .697

党员身份（党员为参照） .332 1.393 .128 1.137 .175 1.192 .092 1.097

　　　　　  客观结构变量

受教育水平（文盲为参照）

小学 .454 1.574 .330 1.391

初中 .461 1.586 .247 1.280

高中 .580 1.786 .329 1.389

大专及以上 .502 1.652 .178 1.195

职业阶层地位（农民为参照）

非体力工人 -.096 .908 -.153 .858

体力工人 -.242 .785 -.245 .783

年收入水平

年收入自然对数 -2.022 .132 -1.639 .194

年收入自然对数平方 .199 1.220 .167 1.182

年收入自然对数立方 -.004 .996 -.003 .997

婚姻状况（未婚为参照）

已婚 .139 1.150 .048 1.049

离婚或丧偶 -.297 .743 -.115 .891

　　　　　  局部比较变量

与同龄人相比（较低为参照）

较高 1.603*** 4.966 1.293*** 3.643

差不多 1.022*** 2.780 .907*** 2.478

与自己三年前相比（较低为参照）

较高 .891*** 2.438 .720*** 2.054

差不多 .506** 1.659 .403** 1.496

常数项 1.922 6.833 9.646 15465.048 .690 1.994 6.591 728.170

-2LL 3412.473 3240.287 3169.007 3086.664

拟R2 .004 .071 .098 .127

样本量 2470 2470 2470 2470

注：* P < 0.05，**P <0.01，***P <0.001（双尾检验）；

系数B是 Logit（P）的回归系数，Exp（B）是优势比（odds ratio）



中国青年研究 04/2015
51

Shi Zheng Diao Yan
实 证 调 研

通过比较表中四个模型的拟 R2 可以发现，四个

模型的解释力度是逐渐增强的。模型一的拟 R2 仅有

0.4%，说明控制变量对于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

的解释力非常弱。模型二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

客观结构变量，拟 R2 为 7.1%，相较于模型一的解释

力有所提高，但仍不够强。模型三在基准模型的基础

上引入了局部比较变量，拟 R2 为 9.8%。与模型二相

比较，模型三的拟 R2 提高了约 38%，这充分说明模

型三的解释力度要优于模型二。因此，与客观结构变

量相比，局部比较变量能够更好地解释青年人群的收

入分配公平感。模型四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引

入了客观结构变量和局部比较变量，拟 R2 为 12.7%，

是四个模型中解释力最强的。

具体从每个模型的情况来看 ：模型一中，控制变

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所有的控制变量对青

年人群收入公平感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

二中的客观结构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

受教育水平、职业阶层地位、年收入水平以及婚姻状

况的差异均对青年人群的收入分配公平感没有显著影

响。由此，我们可以否定上文基于“结构决定论”所

做的假设 1a、1b、1c 和 1d。进一步讲，客观社会经

济地位对于青年人群的收入分配公平感并不存在显著

影响。而模型三中的局部比较变量则均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说明横向的与他人比较结果和纵向的与自己过

去比较的结果，都对青年人群的收入分配公平感具有

显著影响。并且，通过具体分析变量之间的 Exp 指

数可以看出，与同龄人相比，受访者对自身的社会经

济地位评价越高，他的分配公平感层次就越高 ；与自

己三年前相比，青年人群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

的感受越明显，其分配公平感产生的概率就越大。由

此，假设 2a、2b 得到验证。模型四是将所有变量同

时纳入的最终模型，客观地位变量依然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而局部比较变量保持了模型三中的统计显著性，

这充分支持了我们的分析结果。

三、结论与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我们首先发现，青年人群的

收入分配公平感是一个相对动态变化的“社会现象”，

即同样收入水平、同样客观经济条件的青年，因为所

处“同龄群体”的差异与个人纵向变化路径的不同，

而产生不一样的分配公平感。青年人群的收入分配公

平感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职业阶层

地位、收入绝对水平、婚姻状况）的因果关系较弱，而

与同龄人群横向比较产生的层次感、与自我纵向比较的

提升空间等局部比较因素的因果关系较强。并且，与同

龄人群的横向比较这一变量相对于与自我的纵向比较变

量，其对于青年人群的收入分配公平感影响最为显著。

建国初期，我国曾长期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

那时人们的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即追求收入

分配上的绝对均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

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财富分配的想法渐渐地理性化，

对贫富分化有了更高的认识和容忍度，人们能够接受

客观上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思想逐渐转变为“患不

均，更患不公”［10］，开始更加在乎收入分配上横向

和纵向的比较结果。

1. 横向

青年与同龄人的横向比较对于其自身收入分配公

平感的影响，可以从相对剥夺理论来分析。相对剥夺

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提出的，后来默顿使用

“参照群体”来对这一理论作了具体阐释，概括来讲

是当人们将自己的情况与某种参照物相比较时，如果

发现自己处于劣势，那么就容易产生一种受剥夺感，

而这种受剥夺感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11］。就青年

人群的收入分配情况而言，当青年将自己的收入分配

情况与同龄人相比较时，更容易受个人工作能力差异、

工作岗位差异等经济水平差异形成“相对剥夺”，进

而由于产生相对剥夺感，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感。

由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分配体制的改革加深，

不同的人由于机遇、能力、努力程度等的不同而会有

着不同的经济地位、分配机会，自然在收入水平上会

有高低差异，甚或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当收入低的青

年与周围的或与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同辈人群相比较

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收入较低尤其是“相对更低”时，

就容易感到不如别人的“相对剥夺”，进而导致不公平感。

2. 纵向

除了横向比较之外，青年人群的收入分配公平感

还与自我纵向比较的提升空间有着很大的关系。日本

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在一项中日青少年生活意识对

比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青年人在择业时更多地将

上升空间置于首要地位，而日本青年则大多倾向于稳

定性高的职业［12］。对于中国青年来说，他们非常看

重自己是不是在上升，是不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如

果自身经济条件没有改善、提升或明显的收入水平提

高，青年人群由于婚姻、生育等重要人生转折点的消

费需求不能满足，带来生活希望的丧失或暗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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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得不到现实的回报，进而容易产生不公平感。

青年之所以会非常看重自己的上升空间与发展机

遇，跟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舆论导向都是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

点钟的太阳—充满着期望与朝气，理应是蓬勃向上、

不断进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如日中天”。社会文化

给予青年的这种社会期待，在青年那里变为了一种无

形的压力或潜在的动力，使得他们必须注重自己的经济

地位与社会地位是否获得改善与提升。因此，在与自己

过去的情况做“纵向”比较时，如果经济收入提升不明

显或社会地位空间较小，就非常容易产生挫败感，觉

得自己的努力得不到现实的回报，进而产生不公平感。

四、青年收入分配不公平感对于 
社会稳定的影响

我国传统社会中，老年人往往是社会的主体，尤

其是在社会经验的积累与指导方面。而在现代社会中，

青年人正逐渐代替老年人成为社会的主体，在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青年是富有激情、

朝气蓬勃的一个群体，但同时也是冲动、不成熟的群

体。在社会抗争和群体性事件中，大多数情况下是青

年扮演了主要角色。这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青年人

群具有冲动、不成熟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青年人确

实存在较强的不公平感和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改善

的期待，平常得不到满足而寻机发泄。瓮安事件等群

体性事件就表明，一部分青年内心由于长期的不公平

感而积蓄的不满情绪，他们在平时难以得到适当的途

径加以发泄，而社会抗争和群体性事件成为他们不满

情绪的发泄口。

社会抗争和群体性事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

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宣泄青年人群所持有的不公平

感，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冲突问题，过度的

社会抗争和群体性事件还会带来负功能，影响社会秩

序，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威胁。同时，针对社会抗

争和群体性事件，政府往往采用掩盖或强行压制等不

甚合理的应对措施，这极易进一步加强青年人群的生

活不满、不公平感，从而导致社会抗争和群体性事件

的再次发生，使问题“内卷化”。总的说来，一部分青

年持有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感将会成为社会抗争和群体

性事件的潜在诱因，进而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威胁。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消除“不公平感”，

进而消除“社会不满情绪”甚至“社会仇恨”，这样

才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消除不和谐的音符。

五、解决对策

基于青年人群的发展特征，笔者认为，要避免青

年人群不公平感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既要考虑短期

的应急性社会管理，更要考虑长期的社会分配体制改

革，以消除青年人群收入不公平感的诱因。

首先，应该建立合理的社会安全阀制度以满足青

年表达自身不满、不公平感的需求。现阶段，我们还

缺少制度化、规范化的利益表达渠道，青年人群表达

自身不满、不公平感合理渠道相对狭窄，最终导致部

分青年人群盲目地卷入社会抗争和群体性事件。正如

上文所论述的那样，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的利益表达，

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而不会缓和青年的不满和不

公平感。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合理的社会安全阀制

度，采用综合手段建设青年表达诉求的多元渠道，尤

其是相关部门应当以合理的引导促进青年表达自身的

不满、不公平感等，形成常态的对话机制。

其次，我们应该从根源上解决青年人群的收入分

配不公平感问题。一要注重解决青年人群的“群体内

部差异”，因为其导致的“相对剥夺感”直接决定了

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升降 ；二要重点关注青年

人群收入的稳定、有序的改善与提升，因为青年人群

与自身过去发展情况的比较，同样对其自身收入分配

公平感的升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尽管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于青年人

群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较弱，但是这并不是我们

放弃缩小客观收入差距的理由。客观收入差距的拉大

能够产生诸如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等非常多的问题，因

此，应该深化改革，采取多元改革措施，提升青年人

群的经济收入水平，避免群体间与群体内的收入差距

过分拉大。■

周兵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刘成斌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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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制

定更完善的实施细则，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有效制止

网络暴力事件，将网络风险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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